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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科普信息
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基于核能议题的调查实验研究

谭    爽    张    航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 摘   要 ] 在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科普信息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是科普实践与风险传播研究共同关注

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核能议题为例，基于扩展平行过程模型（EPPM），采用 2×2×2 三因素被试间调查

实验，考察不确定性信息、风险收益信息与风险应对信息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信

息显著提升公众威胁感知，而风险—收益信息与风险应对信息的独立效应不显著；不同科普信息策略之间

存在负向交互作用，即不确定性信息与风险—收益信息均会削弱信息对公众风险应对感知的正向作用；系

统信任正向调节应对信息效果。本研究表明，争议性科技议题科普应改变信息越多越好的线性逻辑，转向

精准化的信息组合设计，并将系统信任培育作为提升科普成效的基础条件。本研究在理论上验证并拓展了

EPPM 在争议性科技议题科普中的适用性，细化了该模型的作用机制；在实践上为核能等高风险议题的科普

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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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进，核能被明

确为能源转型的战略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要求“要积极安

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相关技术正加速

迈向规模化应用。然而，核能技术虽已被科

学共同体反复评估为风险可控，但核电站的

选址建设仍面临公众质疑甚至反对。类似困

境并非核能所独有，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

纳米技术等同样面临社会接受度的挑战。这

类议题兼具事实不确定、价值争议、利害重

大与决策紧迫等特征，被称为争议性科技议

题 [1]，往往引发较高的公众风险感知与社会分

歧。科普常被视为回应这一困境的关键路径，

旨在通过引导公众形成理性认知来化解冲突。

然而，如何使科普切实降低公众风险感知，

仍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共同难题。

在科普实践中，全面告知已逐渐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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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体的默认策略。以核能议题为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核安全信息公开办

法》等法规相继施行，政府、运营企业与行

业协会通过公众开放日、社区沟通、专家讲

座、信息公开平台等多种途径，向公众系统

传递技术原理、风险概率、应急能力、配套

补偿等多维信息。这一做法暗含了“信息越

充分，公众越能形成科学认知与理性行动”

的线性逻辑，本质上仍是“知识赤字模型”

思维的延续。

然而，这一假设在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

均受到挑战。从经验层面看，《中国核能行业

发展报告》指出，自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

以来，政府及行业主体便持续开展大量科普

活动，发布了数以万计的科普信息，但科普

成效仍与预期存在差距，面临着公众理解难

的困境 [2]。从理论层面看，公众对争议性科技

议题的科学认知并未随着科普力度的加大而

显著提升 [3]。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量不同类型

科普信息的简单叠加不仅没有带来互补效果，

反而可能引发认知冲突。例如，一项关于核

电站建设政策工具使用成效的实验研究发现，

部分政策工具组合运用会触发公众的认知失

调，呈现工具叠加而效果相消的悖反结果 [4]。

由此可见，争议性科技议题的科普成效不仅

取决于是否传递了科学信息，更取决于传递

了哪些信息以及不同信息之间如何搭配。围

绕这一判断，已有研究主要形成两种不同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开展风险类信息科普时，

要注意内容的平衡性，加入风险、收益等不

同类型信息以防单纯的风险信息对公众造成

冲击 [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量信息的传播会

导致公众信息过载，使之产生焦虑、心理抗

拒等负面心理状态，并最终导致其产生信息

规避行为，减弱科普成效 [6]。

鉴于上述理论分歧与实践困境，本研究

以核能这一典型的争议性科技议题为案例，

采用调查实验法，探讨科普信息策略究竟如

何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具体可分解为两个

问题：（1）在争议性科技议题中，单向、特定

的科普信息输入能否有效降低公众的风险感

知？其生效或失效的内在机制是什么？（2）更

充分、更全面的信息呈现是否有助于降低公

众的风险感知？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不同

信息要素在共同呈现时，又会通过何种方式

相互作用，进而改变公众对风险的判断？对

上述问题的回答，一方面能够为争议性科技

议题的科普沟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实证依据，

回应科普信息如何设计与组合的现实需求；

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深化对科普信

息作用机制的认识。

1 文献综述
1.1 争议性科技议题科普的相关研究

科学争议进入公众视野后，利益考量和

价值观念的相互交织，让问题变得更加纷繁

复杂，形成争议性科学议题 [7]。科普即为达成

特定目的，沟通主体与客体间开展的风险信

息传递、互动的过程 [8]。目前，针对争议性科

技议题科普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条脉络。

在 主 客 体 关 系 研 究 中， 学 界 经 历 了 从

“缺失模型”到“对话模型”再到“参与模

型”的范式演进。早期研究认为，官方可通

过单向信息传递补足公众知识短板，进而提

升公众接受度。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这一

模式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价值冲突和公众

风险感知时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加剧公众的

不信任 [9]。因此，近年来研究逐渐转向强调公

众参与、对话沟通的多元互动模式，同时认

可非官方主体借助议题创业 [10]、公众切换 [11]

等方式，影响话题可见度与公众认知走向。

在科普信息策略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

风险信息的组织和呈现方式会显著影响公众

对争议性科技议题的态度，既有研究主要关

2026，21（3）：73-86



075

注信息类型 [12] 和情感融入 [13] 等变量。在此基

础上，有学者关注到信息中的框架效应，认

为各种类型的框架在所有信息中都起着核心

作用，无论这些框架是经过有意设计还是直

觉形成的 [14]。框架选择可以通过设定风险认

知、讨论和争议的背景，从根本上改变风险

问题的性质 [15-16]。另有学者聚焦科普信息的

内容设计，强调将信息结构与呈现方式操作

化为可检验的信息变量，并通过实验方法考

察其对公众认知、态度与行为的影响 [17]。

1.2 争议性科技议题公众风险感知相关研究

风险感知是描述公众如何理解和评估风

险的核心概念，涵盖个体对潜在风险的辨识、

评估和情感反应 [18]。在争议性科技议题中，

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直接影响其对相关技术

的接受度 [19]，因此成为科普领域的关键研究

对象。国际上，风险感知研究形成了心理测

量范式与文化理论两大理论脉络。前者以保

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等为代表，揭示

出可控性、恐惧性与未知性等风险感知的关

键维度，并发现公众对核能等技术的感知往

往与专家评估存在显著偏差 [20]。后者则以玛

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为代表，强

调风险感知深植于社会文化语境，受价值观

念、制度信任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21]。具体到

争议性科技议题，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考察

了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与风险感知

存在显著关联 [22]；社会心理层面，系统信任

被证实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关键变量 [23]；

信息层面，信息渠道、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24]

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公众对风险的判断。

综上所述，争议性科技议题的科普与公

众风险感知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

可进一步深化的研究空间。一方面，从研究

内容看，学者多聚焦科普主体、渠道等中观

层面的探讨，而对于具体的信息内容的选择、

不同类型信息组合呈现的模式及效果等微观

议题，还缺乏系统的实证考察，而这恰恰决

定了科普信息能否被公众有效接纳并转化为

预期的风险感知。另一方面，从研究方法看，

既有研究多依赖问卷调查与案例分析，虽揭

示了丰富的相关关系，但难以确证单一信息

策略的独立效应，剥离不同信息策略之间的

交互效应，也难以剖析前置变量的边界条件

作用。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在内容上聚焦

核能行业科普信息的具体内容选择与组合方

式，在方法上引入调查实验以实现更准确的

因果关系识别。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法与访谈法结合的

混合研究设计。

2.1.1 调查实验法

调查实验法是一种在标准化问卷中嵌入

实验操纵，通过主动控制自变量与随机分配

被试实现因果识别的研究方法。相较于传统

问卷调查，其优势在于能够通过随机分组有

效控制混淆变量，分离单一信息策略的独立

效应；同时，多因素被试间设计可同步检验

多个变量的交互效应，从而捕捉信息组合层

面的传播规律。在调查实验对象选择上，因

研究对象为一般公众，故通过专业在线调查

平台“见数”面向全国招募被试。同时，为

提升样本代表性，在性别、年龄、学历等维

度进行适当均衡的选择，避免样本过度集中

于单一群体。

2.1.2 访谈法

调查实验法能够回答信息策略是否产生

效应及其方向，但难以直接观测效应背后的

认知加工过程，需借助质性资料予以阐释。

访谈法通过半结构化的开放式对话，获取被

试对信息内容的理解，可补充实验数据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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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现的解释性证据。本研究在正式实验开

始前，预先从各实验条件组中预留了可联系

的被试。实验结束后，对这些预留被试进行

分层抽取并开展深度访谈。访谈围绕风险与

收益的权衡过程、对应对方案的接受度判断、

信息组合共同呈现时的认知反应等核心问题

展开。在被试反馈趋于信息饱和后结束抽样，

最终完成 20 名被试访谈，访谈记录经匿名化

处理后用于解释实验结果。

2.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2.2.1 理论框架

公众对争议性科技议题的风险认知，本

质上是信息输入—认知加工—情绪反应相互

交互的过程。金·维特（Kim Witte）提出的

扩展平行过程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EPPM）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最具

整合性的框架。EPPM 将风险信息与公众反应

概括为“双阶段并行评估机制”：公众接收风

险信息后，先基于威胁类信息进行风险影响

评估，再基于效能类信息进行应对效能评估，

两类评估共同决定接纳或抗拒信息 [25]。该模

型虽源于健康领域的恐惧诉求，但已被主张

扩展为“面向各类负面情绪风险信息的一般

性传播框架”[26-27]。相较于单一维度的信息分

类或情绪反应理论，其价值在于同时刻画威

胁信息、效能信息及其交互机制，与争议性

科技议题中风险严重性与科学不确定性并存、

须在两类信息相互作用中理解的特征高度契

合。因此，本研究以 EPPM 为核心理论框架，

建构科普信息策略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分析框

架（见图 1）。

依据 EPPM 的信息分类逻辑，科普信息

可分为威胁类信息与效能类信息两大范畴。

其事实不确定、利害重大与价值争议、决策

紧迫 3 项特征分别对应 3 类信息策略。（1）不

确定性信息：科普信息是否传达科学不确定

性直接决定公众对风险严重性与未知性的评

估，不确定性信息通过放大风险的“未知维

度”强化威胁评估，属于威胁强化型信息。

（2）风险—收益信息：呈现风险时是否同时

呈现收益会影响公众对风险总体效价的判断，

由于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 [28]，

风险—收益信息通过改变威胁评估的参照系

弱化威胁感知，属于威胁调节型信息。不确

定性信息与风险—收益信息共同构成本研究

的威胁类自变量。（3）风险应对信息：是否

呈现政府、企业与技术系统的应对措施，对

应 EPPM 的反应效能部分，风险应对信息传

递“风险可被应对”的信号，属于效能类信

息。与之相应，EPPM 的双阶段机制将风险感

知划分为威胁感知与应对感知，前者反映对

风险严重性、易感性与不可控性的判断，后

者则反映对应对方案可行性和

自身保护能力的判断。这一双

维划分超越了将风险感知视为

单一构念的传统做法，为考察

科普信息策略的差异化效应奠

定了测量基础。

2.2.2 研究假设

依据上述理论框架，不确

定性信息属于威胁强化型信息，

在歧义厌恶机制下，模糊的风

信息处理前阶段

信息处理过程

信息处理结果

风险信息 威胁评估

效用评估

防御动机
实施建议

能力不足
效用不足

无视恐惧诉求
不采取防御行为

过高

通过

未通过

通过

图1

图 1  科普信息策略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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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信息会诱发公众的悲观评估与决策回避 [29]，

这一效应在以核能、健康为代表的多项不确

定性传播实验中均得到稳健验证 [30]。具体到

核能科普场景中，“核废料长期储存安全性尚

需论证”[31] 等模糊表述会直接放大公众的风

险想象。据此提出假设 1：

H1：不确定性信息显著增强公众的风险

威胁感知。

风险—收益信息属于威胁调节型信息。

当风险与收益并置呈现时，正向收益会改变

威胁评估的整体效价，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

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2]，这一关系在

核废料存储研究与福岛核事故前后的公众态

度追踪中得到了验证 [33]。据此提出假设 2：

H2：相较于单面风险呈现，风险—收益

双面表达显著降低公众的风险威胁感知。

与威胁类信息相对应，风险应对信息作

用于效能评估阶段，通过明示应对方案的可

行性与有效性，提升公众对风险可控性与外

部保护能力的判断，这一正向效应在多议题

领域的元分析中均得到证实 [34]。在核能科普

中，政府监管、应急演练、公众开放体验日

等是典型的应对信息载体。据此提出假设 3：

H3：风险应对信息显著提升公众的风险

应对感知。

然而，根据上述理论框架，威胁类信息

与效能类信息的关系并

非各自作用、互不干扰

的线性叠加，二者之间

存在以阈值为界的方向

性转换机制。核能议题

在风险感知的二维空间

中同时处于高恐惧与高

未知的极端位置，公众

的基线威胁感知偏高，

威胁类信息一旦激活便

易跨越效能阈值，使得阈值转换机制在该情

境中尤为突出。具体而言，不确定性信息若

放大了威胁感知，同时呈现的风险应对信息

便难以被理性接纳；风险—收益信息所引发

的复杂效价权衡，亦会改变风险应对信息的

加工优先级。据此提出方向性假设 4 和假设 5：

H4：不确定性信息会削弱风险应对信息

的正向效应，降低公众的应对感知。

H5：风险—收益信息会削弱风险应对信

息的正向效应，降低公众的应对感知。

风险应对信息的正向效应能否最终实现，

还取决于公众对应对主体的前置信念。在争议

性科技议题中，这一判断被外化为公众对政

府、企业、专家与主流媒体等多元主体的系统

信任，而系统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存在稳

健负相关的结论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验证 [35]。

信任水平较高的公众倾向于将风险应对信息

接纳为效能评估的正向证据，信任水平较低

的公众则可能将其解读为宣传话术，从而削弱

乃至反转其作用，系统信任由此划定了风险应

对信息发挥作用的边界。据此提出假设 6：

H6：系统信任正向调节风险应对信息对

公众风险应对感知的作用，即公众信任水平

越高，风险应对信息的正向效应越强；信任

水平越低，风险应对信息的正向效应越弱。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见图 2。

系统信任
(调节变量)

争议性科技议题科普信息策略

不确定性信息
(威胁强化型信息)

风险一收益信息
(威胁调节型信息)

风险威胁感知

风险应对感知

交互作用
(H4)

交互作用
(H5)

H2

H3

调节作用（H6）

H1

+

+风险应对信息
(效能类信息)

-

图2

图 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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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设计

2.3.1 实验流程与材料

本研究构建 2×2×2 三因素被试间设计，

交叉生成 8 组实验条件。在实验正式开始前进

行实地预实验，对实验材料的有效性进行检

验。正式实验在在线问卷平台进行，被试经

预实验

正式实验 数据分析

现场随机
发放实验文本

（N>60）

数据分析
操纵性检验

成功

失败

基
于
调
研
平
台
的
问
卷
链
接
发
放

被
试
随
机
分
配
干
预
情
景

填

写

问

卷

实验组1 无不确定性、单面表达、无应对行为

实验组2 无不确定性、单面表达、有应对行为

实验组3 无不确定性、双面表达、无应对行为

实验组4 无不确定性、双面表达、有应对行为

实验组5 有不确定性、单面表达、无应对行为

实验组6 有不确定性、单面表达、有应对行为

实验组7 有不确定性、双面表达、无应对行为

实验组8 有不确定性、双面表达、有应对行为

实验数据

量表信效度检验

数据平衡性检验

主效应分析

交互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

描述性分析

假设检验

图3

图 3  随机实验流程

知情同意后，先完成核电基线风险感知前测，

随后被系统随机分配至 8 组实验情景之一，阅

读对应版本情景材料，再依次填答风险感知

量表、系统信任量表和人口统计学题项。待

样本量足够后，对所得数据展开描述性分析

与假设检验。具体实验流程见图 3。

实验材料以志愿者小黄向公众讲解核电

知识的对话情景呈现，文本素材来源于中国

核能行业协会、国家能源局等官方科普资料，

经改编后以漫画人物对话形式输出，旨在增

强可读性与情景代入感。所有版本共享相同

的开场情景，并依据 3 个自变量在对应段落进

行差异化操纵，最终形成 8 组干预材料。

无不确定性信息的材料未涉及核电技术

中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仅按既定结论呈现

核电运行的基本情况；有不确定性信息的材

料则在此基础上加入科学未决议题的表述，

如“核废料的长期安全储存方案仍需进一步

论证”，以呈现核电议题中固有的科学不确

定性。

传递单面信息的材料仅围绕核电的潜在

实际风险展开，如描述堆芯熔化概率（三代

核电可低于千万分之一）等指标；传递双面

信息的材料则在风险表述之外同步呈现核电

收益，如缓解电力紧缺、余热供暖、污染物

零排放等，形成风险与收益并置的双面信息

结构。

无风险应对信息的材料未提及针对核电

风险的任何应对安排；有风险应对信息的材

料则补充呈现应对主体的能力表达，如“政

府对核设施、核材料和核活动实施严格监管，

同时面向核电站周边居民开展持续的核应急

演练，有效提升了工作人员应对突发核事故

的能力与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以传递风险

可被应对的信号。

2.3.2 变量测量

因变量为公众核电风险感知，分为威胁

感知和应对感知两个维度。量表综合改编自

朱苇苇 [36] 和邓理峰 [24] 等人改编的适用于核

电情形的风险感知量表，采用五点李克特量

表计分。经信效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5，KMO 值为 0.87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调节变量为系统信任，操作化为

公众对政府部门、核电企业、专家和主流媒

2026，21（3）：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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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平衡性检验

随机分配是保障调查实验效度的关键。

本研究借助见数平台的随机分配功能实现样

本随机化，并采用方差分析检验各组协变量

的 均 衡 性。 结 果 显 示 所 有 F 检 验 均 不 显 著

（p>0.05），表明各分组条件下协变量无显著差

异，验证了样本分配的随机化（见表 2）。

3.2 主效应分析

为 检 验 3 类 信 息 策 略 对 公 众 风 险 感 知

的独立影响，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控

制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系统信任和风

险感知前测。威胁感知模型中，不确定性信

息 的 回 归 系 数 显 著（B=1.48，p=0.009）， 风

体 4 个对象的信任程度；五点计分，

得分由上述 4 个题项加总得到，取值

范围为 4~20，得分越高代表系统信任

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798，

KMO 值 为 0.794。 控 制 变 量 包 括 性

别、年龄、学历、职业等人口统计学

因素。同时，为获取被试在接受实验

干预前的状态，本研究在呈现情景材料之前

设置前测环节，测量被试对核电议题的基线

风险感知。后续将基线风险感知作为协变量

纳入分析，可控制个体初始差异，使组间差

异可归因于实验操纵。

2.3.3 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 G*power 软件进行被试样本

量的计算 [37]，针对多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的设

计方案，假定显著性水平设定为α=0.05，且预

计效应量为中等规模（f=0.25），根据 G*power 

3.1 的计算结果，所需的最小样本总量应为 210

份 [38]。为最大程度保障实验效度，实验过程中

共得到 560 份样本，剔除回答时间低于 180 秒

和答错甄别题的样本后，剩余 508 份有效样

本。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 44.5% 和

55.5%，年龄范围为 18~60 岁，本科学历人员占

比 58.5%，职业涵盖学生、公职人员、企业职员

等多类群体，样本多样性与均衡性均较好。

2.3.4 预实验与操纵检验

正式实验前以 217 份样本开展预实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3 组操纵变量的有

无条件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有不确定

性信息组（M=2.953）显著高于无不确定性信

息组（M=2.022），双面信息组（M=3.000）显

著高于单面信息组（M=1.640），有风险应对

信息组（M=2.937）显著高于无风险应对信息

组（M=1.911）（见表 1），表明操纵有效。鉴

于将操纵检验置于因变量前可能干扰实验进

程并诱使被试猜测实验目的 [39]，正式实验中

则不再设置操纵检验题项。

程度
有不确定性信息
无不确定性信息

单面信息
双面信息

有风险应对信息
无风险应对信息

N
129
88
100
117
90
127

均值（M）
2.953
2.022
1.640
3.000
2.937
1.911

标准差
0.302
1.005
0.937
0.000
0.350
1.001

t

-9.887

-15.695

-10.665

p

0.000***

0.000***

0.000***

变量
不确定性

信息
单双面
信息

风险应对
信息

表 1  三要素操纵性检验结果

注：*p<0.05，**p<0.01，***p<0.001。

组间均方
0.112
0.335
0.304
1.228
10.604

组内均方
0.249
0.728
6.243
0.628
6.800

F
0.451
0.460
0.487
1.954
1.560

p
0.870
0.863
0.844
0.060
0.145

变量
性别
学历
职业
年龄
信任

表 2  平衡性检验：方差分析

注：*p<0.05，**p<0.01，***p<0.001。

回归系数（B）
17.46
1.48

-0.717
0.135

回归系数（B）
15.867
-0.217
0.306

-0.102

标准误
0.55
0.561
0.561
0.561

标准误
0.229
0.233
0.233
0.233

p
0

0.009**

0.201
0.81

p
0

0.352
0.189
0.663

模型 1：威胁感知模型

（常量）
不确定性信息
单双面信息

风险应对信息

模型 2：应对感知模型

（常量）
不确定性信息
单双面信息

风险应对信息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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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 收 益 信 息（B=-0.717，p=0.201） 与 风

险应对信息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B=0.135，

p=0.810）；应对感知模型中 3 类信息的系数也

均不显著（见表 3）。

独立样本 t 检验进一步表明（见表 4），有

不确定性信息组的威胁感知均值（M=18.64）

显 著 高 于 无 不 确 定 性 信 息 组（M=17.17）

（p<0.01），H1 得到支持。

这一结果反映出公众面对模糊风险信息

时的悲观加工倾向。当科普内容中出现“尚

需论证”“存在不确定性”等表述时，公众并

不会将其视为科学诚信的体现，反而会触发歧

义厌恶机制，即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以最

坏情形作为评估基准，放大风险的严重性与未

知性 [40]。这一倾向在核能议题中尤为突出：核

能长期处于“高未知性—高恐惧性”的极端象

限，公众的基线威胁感知本就偏高 [41]，不确

定性信息相当于在已被激活的恐惧上进一步

施压。这也说明不确定性信息的传播效果具

有显著的议题依赖性：在气候变化、公共卫

生等议题中，其整体效应有限 [42-43]；而在核

能这类高恐惧议题中，却会因负面刻板印象

而被显著放大。例如，有被试表示：“当看到

‘风险出现的概率以及燃料储存安全性仍是未

知的’此类风险信息时，我对核电就更恐惧

了。”（被试访谈记录，2025 年 3 月 11 日）因

此，低恐惧议题中的结论不能简单移植到争

议性科技议题中，传播者需依据议题性质审

慎选择不确定性信息的呈现方式。

风险—收益信息的回归系数未达到显著

水平，H2 未得到支持，这与风险与收益负相

关的经典预期存在偏差，可从两个层面解释。

N/ 个
257
251

平均值（M）
17.1712
18.6375

标准差
6.277
6.346

t

-2.618

p

0.009**

威胁感知
不确定性信息

无不确定性信息
有不确定性信息

表 4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注：*p<0.05，**p<0.01，***p<0.001。

一方面，依据情感启发式框架，公众对技术

的风险与收益判断并非独立计算，而是从其

对该技术的整体情感评价中推导而来，正向

情感标签会抬高感知收益、压低感知风险，

反之亦然 [44]。因此，收益信息能否降低威胁

感知，关键不在于收益的客观规模，而在于

能否撼动公众的整体情感效价。然而核能受

切尔诺贝利、福岛等历史事件以及“辐射污

染”“不可逆伤害”等意象的累积塑造，

已形成稳固的负向情感标签，即所谓的

“核污名”[45]。在此背景下，核能的经济

效益、成本降低等收益信息会被重新解

读，或被视为不足以补偿风险的次要因

素，或因与既有负面情感不一致而触发认知

折扣，即质疑正向信息的可信度。例如，有

被试表示：“核电所带来的核辐射等风险是影

响一生的，远不是它提供的就业岗位、税收

等收益可以相比的。”（被试访谈记录，2025

年 3 月 10 日）另一方面，本研究实验材料依

据官方科普文本，收益信息集中于“双碳”

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与中观层面，

与公众切身利益的关联有限。已有研究指出，

相较宏观效益，个体层面的收益感知才是影

响核电接受度的关键，公众更关注与自身直

接相关的利益 [46]。当收益信息难以触达个人

利益时，所激发的收益感知偏弱，不足以对

冲既有威胁感知。这一点在与被试的访谈中

也得到了印证：“我认为核电项目可以提供的

就业岗位涉及面不会特别广，因为它具有专

业性，并不一定可以给我带来利益。”（被试

访谈记录，2025 年 3 月 12 日）

风险应对信息的回归系数同样未达到显

著水平，H3 未得到支持。这并不意味着风险

应对信息缺乏科普价值，而是反映出其呈现

方式与公众认知特征的错位。依据反应效能

与自我效能的区分，效能感知有赖于两类信

号协同：反应效能关乎“系统是否有能力应

2026，21（3）：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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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
1
1
1
1
1
1
1
1
1

均方
1 864.206

0.024
1.837
0.014
0.017
29.415
0.002
12.661
36.676

F
690.955
0.009
0.681
0.005
0.006
10.902
0.001
4.693
13.594

p
0.000***

0.925
0.410
0.944
0.937

0.001**

0.980
0.031*

0.000***

因变量：应对感知 
源

系统信任
性别
学历
职业
年龄

风险感知（前）
不确定性信息 * 单双面信息

不确定性信息 * 风险应对信息
单双面信息 * 风险应对信息

表 5  风险应对感知交互效应检验

注：*p<0.05，**p<0.01，***p<0.001。

对”，自我效能关乎“个体是否能

够自我保护”[24]。当前风险应对信

息以政府监管、企业应急等组织

“能力表达”为主，集中传递反应

效能信号，却未同步建构自我效能

信号。由于核能处于“高未知性—

高恐惧性”象限，公众对自身能否

在事故中有效自保的信心不足，缺

乏自我效能支撑的反应效能信号，

难以独立转化为公众的应对感知。

相较而言，将组织承诺与“事故发

生时如何撤离、如何防护”等自我

效能指引结合的复合表达，更易被

接纳为可操作的应对资源。本研究

材料参照行业科普实践，以反应效

能型表达为主，虽贴近真实情境，

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风险应对

信息的独立影响效应。

3.3 交互效应分析

为考察不同信息策略之间的交

互效应，采用协变量多因素方差分

析，将人口统计学变量、系统信任

和风险感知前测均作为协变量加以

控制。

如表 5、图 4 和图 5 所示，不

确定性信息与风险应对信息的交

互 效 应 显 著（F=4.693，p<0.05），

风险—收益信息与风险应对信息

的 交 互 效 应 高 度 显 著（F=13.594，

p<0.001），H4、H5 均 得 到 支 持。

可见风险应对信息单独使用时虽不

显著，但与其他类型信息组合呈现

时会产生显著的交互效应。

3.3.1 不确定性信息削弱风险应对信息的正向

作用

这一反向叠加的根源在于公众认知资源

的有限性，威胁类信息与效能类信息在争夺

有限资源时并非平等竞争，而是存在系统性

不对称。当不确定性信息将威胁感知推升至

高位时，公众的认知系统进入防御性加工模

式，注意力高度集中于风险的不可控性，对

应对方案的有效性产生本能怀疑。此时，“政

图 4  不确定性信息与风险应对信息的交互效应

图 5  单双面信息与风险应对信息的交互效应

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科普信息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 谭    爽    张    航 科学传播



082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府监管严格”“应急能力充足”等表述不再被

解读为风险可控的证据，反而可能被重新框

定为宣传话术，甚至被视为“真的出了严重

问题”的反向信号。换言之，恐惧情绪一旦

被激活，风险应对信息的接受通道即被关闭，

二者关系由理论上的互补转为现实中的对冲。

这一过程还受双重认知机制强化，就注意力

分配而言，具有威胁性信息属性的不确定性

信息因情绪显著性优先占据工作记忆，风险

应对信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48]；就记忆提取

而言，可得性启发使公众事后更易调取威胁

类信息而非效能类信息。两者共同作用，使

“不确定性 + 应对”组合非但未产生协同效应，

反而呈现反向叠加的悖反结果。

3.3.2 风险—收益信息削弱风险应对信息的正向

作用

与 H4 不同，H5 所揭示的反向叠加并非

源于威胁感知的过度激活，而是源于双面信

息引发的认知资源分散。公众加工科普信息

的认知容量本就有限，结构性元素与内容性

元素须在同一资源池内竞争才能完成编码、

存储与提取，这一逻辑在有限容量调节性媒

介信息加工模型中已得到系统刻画 [49]。在仅

含风险信息的单面表达中，认知资源高度聚

焦“潜在损失”这一单一对象，风险应对信

息恰好回应“如何降低损失”的明确诉求，

与认知聚焦方向一致，因而能顺畅占用剩余

资源并被加工为正向证据。然而当收益与风

险一并呈现时，公众需同时处理风险大小、

收益规模、如何应对 3 类异质任务，资源被迫

在多目标间分割，风险应对信息可调用的份

额被挤压，其功能定位被稀释。这与既有研

究吻合：双面信息虽能在特定条件下提升信

息源可信度，却也显著提升加工复杂度，要

求公众调用更多资源整合多重元素 [50]，在资

源总量受限时，这种整合必然以挤压其他信

息加工为代价。

综 合 两 组 交 互 效 应 可 知， 在 争 议 性 科

技议题的科普中，不同类型信息的组合并非

线性叠加，而是存在显著的相互抑制，这对

“全面告知”的惯性思维构成了挑战。全面告

知预设信息越充分则认知越全面，各信息要

素至多相互独立而更可能互补。但本研究表

明，受注意力资源有限性与认知架构一致性

需求的制约，当信号属性不同的信息无差别

共同呈现时，公众未必视其为互补信息，反

而可能因冲突而产生混乱、怀疑乃至排斥的

情绪 [51]。这与行为公共管理学中政策工具组

合的发现一致：当组合嵌入的行为假设彼此

不一致时，工具叠加而效果相消的悖反结果

会反复出现 [4]。本研究将其从政策工具扩展至

科普信息组合，证实了过载效应在争议性科技

议题传播中的普遍性。由此，科普信息的设计

逻辑应从“信息越多越好”转向“组合越精

准越好”，关键不在于信息数量，而在于不同

信息能否在公众认知加工中相容而非冲突。

3.4 调节效应分析

为检验系统信任在风险应对信息与公众

应对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H6），本研究采

用 Process 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控制人口

统计学变量与风险感知前测。模型整体显著

（R2=0.604，p<0.01）， 风 险 应 对 信 息 与 系 统

信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21，p<0.01），

ΔR2=0.011（p<0.01），表明纳入交互项显著

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H6 得到支持。为更清

晰地展示调节效应的方向，将系统信任以均

值 ±1 个标准差为界分为高、低两组，开展简

单斜率分析（见图 6）。结果显示，在高系统

信任水平组中，风险应对信息与应对感知呈

正相关趋势，风险应对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公众的风险应对信心；而在低系统信

任水平组中，二者呈负相关关系，相较于不

呈现风险应对信息，加入风险应对信息反而

降低了公众的应对感知。

2026，21（3）：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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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验证了系统信任作为前置信念

的调节作用，也揭示了信息策略效力的边界

条件，即同样的风险应对信息在不同系统信

任水平的公众面前会产生方向相反的效应。

风险应对信息本质上是应对主体“能够保障

安全”的承诺性叙事，能否转化为应对感知，

取决于公众是否相信该主体有能力且有意愿

兑现承诺。对高系统信任水平的公众而言，

“政府严格监管”“应急能力充足”等表述与

其积极信念一致，可被顺畅接纳为正向证据；

对低系统信任水平的公众而言，同样的表述

因与其怀疑信念冲突而激活逆反加工，即表

述越强调应对能力，越被解读为掩盖问题的

话语策略，反而降低正向感知。两类公众相

反的反应在整体样本中相互抵消，这正是 H3

风险应对信息主效应不显著的根本来源。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与贡献

本研究以核能议题为研究对象，依托调

查实验法和访谈法，基于 EPPM 系统考察了

不确定性信息、风险—收益信息与风险应对

信息 3 类科普信息策略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因

果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图 6  风险应对信息与系统信任的交互效应图

（1）3 类科普信息策略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

响存在明显差异。不确定性信息对公众风险

威胁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收益信

息与风险应对信息的独立效应均不显著。（2）

信息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不

确定性信息削弱了风险应对信息对应对感知

的正向作用；风险—收益信息同样削弱了风

险应对信息的正向效应。（3）系统信任显著

调节风险应对信息的效果，即系统信任水平

较高时，风险应对信息正向提升公众应对感

知；系统信任水平较低时，风险应对信息反

而产生负向效应。

本研究在以下 3 个层面作出理论贡献。

（1）拓展了 EPPM 理论的适用场景。EPPM 最

初为分析健康领域的恐惧诉求而提出，后续

研究虽倡导将其作为“面向各类负面情绪风

险信息的一般性传播框架”[26]，但其在争议性

科技议题中的实证检验仍显不足。本研究证

实 EPPM 中威胁评估与效能评估的双阶段机

制在核能议题中同样具有解释力，将其适用

边界从健康议题拓展至兼具事实不确定、价

值争议、利害重大特征的高恐惧性科技议题。

（2）细化了 EPPM 理论模型中风险信息的类

型。经典 EPPM 将风险信息划分为威胁类信

息与效能类信息两类。本研究进一步识别出

威胁类信息的两个亚型，即威胁强化型信息

（不确定性信息）与威胁调节型信息（风险—

收益信息），并实证检验了二者的差异化作

用机制。（3）修正了 EPPM 模型的作用机制。

该模型认为，效能类信息只有在威胁感知跨

过阈值时才会失效。但本研究发现，效能类

信息失效还存在另一条路径——信息数量效

应。具体而言，当呈现正反兼备的双面信息

时，认知资源的分散会间接削弱效能类信息

的接受通道，这一发现丰富了对信息作用机

制的理解。

争议性科技议题中科普信息如何影响公众风险感知？ <<< 谭    爽    张    航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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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启示

上述结论对争议性科技议题的科普实践

具有以下 3 个方面的启示。

（1）审慎处理科学不确定性的科普表述。

在核能等高恐惧性议题中，“尚需论证”“存在

不确定性”等模糊表述虽然符合科学诚信原

则，但会放大公众的风险威胁感知。这并非

要求科普回避不确定性，而是提示传播者需

要在如实告知与避免引发恐慌之间寻求平衡。

例如，将定性的模糊表述转化为定量的概率

区间，或在呈现不确定性的同时明确说明其

发生条件与可控边界，以缩小公众产生负面

联想的空间。

（2）摒弃全面告知的惯性思维，注重信

息组合的精准设计。当前争议性科技议题的

科普实践普遍秉持信息越充分越好的认知，

但本研究表明，这一认知在因果层面难以成

立。科普信息的设计应转向目标导向的精准

取舍，即根据具体的传播目标，选择性地组

合互补的信息要素，而非追求面面俱到。特

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已激活公众威胁感知的

情境下，叠加冗余的风险应对信息可能适得

其反，此时降低信息密度、聚焦核心传播信

号反而是更有效的策略。

（3）将培育系统信任作为科普工作的基

础性工程。科普信息策略的实施效果以公众

对相关主体的系统信任为前提，这意味着在

信任不足的环境中，再完善的信息设计也难

以转化为预期的科普成效。因此，争议性科

技议题的科普工作不能仅停留在信息层面的

策略优化，更需要政府、行业、专家共同体

等在长期实践中通过信息透明、回应公众关

切、兑现安全承诺等方式持续积累公众信任。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亦构成未来的研

究方向。（1）实验基于科普对话情景，与真实

传播环境存在差异，未来可通过实地实验或准

实验设计提高外部效度。（2）实证数据仅来自

核能议题，向其他争议性科技议题的推广有待

跨场景研究加以检验。（3）风险—收益信息与

风险应对信息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交互效应显

著，提示这两类信息内部存在更精细的维度差

异，后续研究可将收益信息和应对信息做进一

步细分，以更准确地揭示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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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mart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venues has emerged a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Addressing the need 
to reform traditional exhibition，education，management，and service models within these venu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ir smart transformation，centered on three core pillars: 
standardized management，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and humanistic integration. Drawing upon 
the concrete practices of select venues，this study details the specific dimension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across three primary domains: smart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smart venue management，
and smart service facilities. Furthermore，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encountered during this 
transition and offers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science popularization venues；artificial intelligence；smart transformation；sma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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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Influenc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in Controvers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ues?：

A Survey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Nuclear Energy Issue

Tan Shuang    Zhang 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Beijing 100083]

Abstract：How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affects public risk perception in controvers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ues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shared b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actice and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king nuclear energy as an example，this study draws on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EPPM）and employs a 2×2×2 three-factor between-subjects survey 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uncertainty information，risk-benefit information，and risk-coping information 
on public risk perce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public 
threat perception，whereas th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risk-benefit information and risk-coping 
information are not significant. Negative interactions are observed among differ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strategies：both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and risk-benefit information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ping information on risk coping perception. System trus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coping inform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controvers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ues should move beyond the linear assumption that“more information is better”and shift 
toward more targeted designs of information combinations，while tre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ystem trust 
as a foundational condition for improv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ffectiveness. Theoretically，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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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PPM to controversi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further specifie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Practically，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high-
risk issues such as nuclear energy.
Keywords：controvers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sues；science popularization；risk perception；
nuclear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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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Chinese science fiction works have actively appear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rough platforms such as the Hugo Awards，the 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and the 
China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thus becoming a significant part of China’s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However，existing research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developed marke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with limited systematic empirical studies on emerging regions such as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This paper focuses on seven major emerging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conduct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issemination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based on data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ig data platforms and Amaz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has achieved“initial acceptance”in these markets and is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towards“deep integration.”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in en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of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ity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Building on these findings，this study advances a three-dimensional 
pathway for optimiz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strengthening data-
driven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localization strategies，enhancing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through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and constructing a digitally empowered IP communication ecosystem. 
Such efforts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from outward 
dissemination to deeper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in overseas markets，offering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future-orient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Keywords：Chinese science fictio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Latin America；Africa；overseas 
emerg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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